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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可以算是我治學經歷中對「傳統社會」（近代以前的社會）研究第

三階段的產物。

第一階段是 20世紀 80年代，我以「農民戰爭」和土地制度為內容的「封

建社會」研究。最近把舊文結集的《鼎革之際》一書應該算是這一階段的代

表。後來人們說「封建社會」這個詞用錯了，我現在也不再用它來指稱近代

以前的中國社會。但其實，那時的問題不在於用錯了一個名詞 —實際上

那時人們都知道「封建社會」這個概念在現代中國學界主要強調租佃關係（地

主—佃農關係）的重要，與古漢語「封建」的原意本來就是兩回事，這方

面並不存在混淆。真正的問題並不是改革前的學者認為秦以後的中國還會以

「封邦建國」為基本制度（可以說幾乎沒人這樣認為），而是租佃關係是否真

有那麼重要？傳統社會向近代轉型的關鍵就在於廢除租佃制（當時理解的「反

封建」）嗎？後來一些學者大力否定「封建社會」這個用詞，卻主張改用「地

主制」或「地主—官僚制」以代之，我覺得這豈不是換湯不換藥？因為改革

前的學界本來在「封建」一詞之下強調的就是地主制，即便在政治上看到「專

制主義中央集權」，也要指出它的「經濟基礎」是地主制。我自己在 20世紀

80年代的研究大體也是沿着這一思路的。但是，研究一進入實證就發現問題

多多。儘管這一時期的不少實證考據我仍然認為有價值，但總體上在 20世紀

90年代後我就放棄了這一思路。

第二階段應該以 20世紀 90年代的《田園詩與狂想曲》一書為標誌。在

對關中農村的考察中，我看到了一個相當大的社會經濟區域，那裏地權非常

分散、近乎「無地主」，但卻具有意識形態所稱的「封建社會」一切弊病。

這使我不再相信「專制壓迫」必須以地權集中租佃發達為基礎的成說。受到

研究生時代導師趙儷生教授講述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影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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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馬克思關於「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

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的說法和梅因「從身份到契約」

的主張，聯繫史實，形成了這樣的觀點：前近代傳統社會的本質在於個人受

到身份性共同體的束縛，而在中國則表現為家國一體的「宗法共同體」。而

近代化或現代化的本質就是從共同體中解放個人，使人們能夠以契約方式，

自由發展出充分的社會聯繫。

當然「共同體」一詞非常多義，而且與西語中不同名詞的對譯關係也很

混亂。我所指的當然不是「歐洲共同體（歐共體）」「想像的共同體」「人類

命運共同體」這類概念，而是指社會史意義上的那些不自由的依附關係。例

如，一個農奴制莊園可以視為這種意義上的共同體，但自由僱傭制的企業則

不是；身份性的采邑、部落或村社是這樣的共同體，自由遷徙者的社區則不

是；能夠懲罰異端的教團是這樣的共同體，信仰自由的教會則不是；「賊船好

上不好下」的會黨是這種共同體，而自由公民的政黨則不是。

但是，那時我對共同體的類型，以及擺脫它們的路徑並無深入的考慮。

國外思想界也沒有什麼現成理論可用。在缺少「秦制」傳統的孔子時代，尤

其是孔子懷念的「三代」，乃至西方中世紀，人們提到共同體常披着「溫情

脈脈的家庭面紗」，談到它的「束縛」與「保護」雙重功能，我在《田園詩

與狂想曲》一書中也把它當作「宗法共同體」的一般狀態和共同特徵。

然而在後來的經濟史、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綜合研究中，我發現其實那只

是交往半徑較小的熟人社會、血緣親族社會中的共同體特徵，而在大範圍的

陌生人社會中要維持一種不自由的「共同體」存在，溫情脈脈的倫理原則就

很少管用，而更多地需要一種冷酷的、非契約性的制度化約束。西方人在走

出「封建」時很少討論這些，他們更多地關心「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如何

被自由契約關係取代。但是對於要走出「秦制」的中國人而言，只考慮這些

顯然容易陷入誤區，甚至導致這樣的悲劇：在廣泛的自由契約關係不存在的

情況下，過早地撕掉「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的結果，只會使人們暴露在強

大而「冷酷的、非契約性的制度化約束」之下，並且因為一盤散沙的原子化

狀態而毫無擺脫這種約束的能力。

於是在跨國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我提出了「大共同體本位」和「小共同

體本位」的概念。前者指的就是「在大範圍的陌生人社會中維持一種不自由

的『共同體』存在」，而後者指的是「交往半徑較小的熟人社會、血緣親族

社會中的共同體特徵」。為此而寫的一系列文章就結成了《傳統十論》這本

集子。這可以說是我研究傳統社會的第三個階段。

在本書初版以來的二十多年裏，筆者已經看到了不少批評意見。這是完

全正常而且有益的。事實上我自己也覺得，「通過『市民與王權的聯盟』首先

擺脫小共同體本位」的說法可以解釋西歐中世紀向近代社會的轉型，但是我

對走出「秦制」的設想只是一種邏輯上的可能性，並不是一種已然的結果。

人們對此的質疑只有讓未來來回答。但是，最近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以

對瑞士的「森林州」地區進行了一次考察，覺得它可以對我所說的邏輯上的

可能性提供一個有趣的案例。因此在這次再版時，我把這篇《瑞士之路》札

記作為附錄增補了進來。這似乎就不是「傳統十論」，而是「十一論」了。

不過這篇考察札記的文體不同於其他各篇，並不是正兒八經的學院派「論

文」，所以《傳統十論》的書名就不改了，算是一個新的增補版吧。

秦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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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過去被叫作「封建社會」，近年來許多人指出古漢語中「封

建」一詞另有所指，而西歐的 feudalism更大異於中國。其實應該說這本是常

識了。實際上過去的「封建社會論者」也沒人認為唐宋明清還像西周那樣「封

邦建國」，更不認為那時的中國存在歐洲中古式的 feud（采邑、封地）制度。

相反，那時的「封建」被定義為地主租佃制，「反封建」則被等同於廢除租佃

制，而歐洲「反封建」時強調的反對人身依附、伸張公民權利、自由與財產

不可侵犯等現代原則卻被粗暴踐踏。

可見問題遠不在於「封建」一詞是否誤用。實際上作為符號的語詞「能

指」在歷史進程中增添、轉換新的「所指」，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經濟」

一詞古漢語中指「經國濟世」，就是今天所謂搞政治；「權利」古漢語指的

是「因權勢以求利」，即今所謂以權謀私是也。但今天誰會指「經濟學」應

當理解為政治權術之學、「保護公民權利」應當理解為保護以權謀私者？反

之，即使我們不用「封建」一詞，而改用「傳統社會」「農業社會」「前近代」

之類的語詞指稱我們的過去，不是也仍然有如何理解、認識過去的問題嗎？

「傳統」就是租佃制，廢除租佃制乃至進一步廢除那可能滋生租佃制的地權私

有，以至任何「私有尾巴」，就算完成了「與傳統決裂」？抑或「傳統」就是

宗族倫理，於是六親不認的殘酷鬥爭被一些人看成「反傳統的壯舉」，被另

一些人看成「現代性的罪惡」，總之都與「傳統」無關？

本書收入的系列文章就是筆者對這類問題的一些思考。其中有對於「反

封建」「平等」這類「關鍵詞」在歷史文化進程中演變過程的分析，但更主要

的是對傳統社會與文化本身的結構性研究。筆者不滿於過去流行的「租佃神

話」和「宗族神話」，主張在社會—經濟分析與思想—文化分析的綜合與

融會中把握傳統時代真正具有規定性的那些規則，跳出「反儒」與「尊儒」

對峙的傳統觀之爭，在社會結構上擺脫大共同體本位的傳統桎梏而走向公民

社會，在文化—象徵符號體系中主張「西儒會融，解構法道互補」，以「窮

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的人格資源與民主憲政—人權保障的現代制度

安排來消除那種專制制度下強權—犬儒互補的人格弊病。千慮一得，或有可

取焉。

秦暉

2003年 7月



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

漢唐間的鄉村組織

一、問題的提出

二、走馬樓吳簡所見的極端「非宗族化」社會

三、「吏民」社會中的鄉吏

四、編戶齊民，還是血緣社羣？

五、從地名學看村落與宗族的關係

中國經濟史上的怪圈：

「抑兼併」與「不抑兼併」

一、「道儒」與「法儒」

二、法儒與「抑兼併」

三、道儒與「不抑兼併」

四、「抑」與「不抑」之間

五、過程公正與跳出怪圈

「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

兼論中國走向公民社會之路

一、小共同體本位論質疑

二、「道德農民」與「理性農民」之外

三、法家傳統與大共同體本位

001

031

043

目  錄

四、「拜占庭現象」與「反宗法的非公民社會」

五、里—社—單合一：傳統帝國鄉村控制的一個制度性案例

六、近古宗族之謎

七、公民與小共同體的聯盟？

八、小共同體與公民社會的前途：兼論「新」儒家如何可能

從傳統民間公益組織到現代「第三部門」：

中西公益事業史比較的若干問題

一、公益事業發展史的西方模式

二、公益事業發展史的中國模式

西儒會融，解構「法道互補」：

典籍與行為中的文化史悖論及中國現代化之路

緒論：「儒」與「吏」

一、「儒表」與「法裏」

二、「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補」

三、連續的歷史，循環的怪圈

四、「法道互補」的後果：行政不正義

五、「法道互補」與儒的「吏化」和「痞化」

六、「法道互補」的危機：行政不安全

七、法儒、道儒與純儒：非主流儒家對「法道互補」的拒斥

八、西、儒皆滅，而「秦政」與痞風前後相因

九、西儒會融，解構法道互補：新儒學在新文化中的三種價值

附錄  關於「西儒會融，解構法道互補」的討論

091

120



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

誰，面向哪個東方？

—評弗蘭克《重新面向東方》，

	  兼論所謂「西方中心論」問題

一、外貿順差與「經濟中心」

二、「比較」的尺度

三、評「非『進步』的全球整體史觀」

四、「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不是解釋的解釋

五、「西方中心」何以為「論」？

公社之謎：

農業集體化的再認識

一、公社建立之謎

二、集體化與傳統共同體

三、法家傳統與大共同體本位

土地改革 =民主革命？集體化 =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農民理論的演變與發展

一、「兩種保守性」與小生產衰亡論

二、走出「共同體」：民主革命中的農民理論

197

206

230

249

288

三、「被剝削者個人」反抗「剝削者公社」：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民粹派的早期批判

四、「美國式道路」反對「普魯士道路」：民主革命的新解釋

五、「土地國有化」：一個「否定」的綱領

六、從村社化到集體農莊：「從米爾到康姆尼」？

七、合作制與「傳統集體主義」的二律背反

從 sama到 equality：
漢語「平等」一詞的所指演變

一、「平」「均平」與「太平」

二、作為佛教價值的「平等」

三、佛教傳入後漢語中「平等」一詞的世俗含義

四、「儒之中庸即釋之平等」：作為價值觀的「平等」論爭

五、漢語「平等」一詞近代含義之產生

附錄一  瑞士之路 —「森林州」之行札記

附錄二 「楊近墨遠」與「為父絕君」：古儒的國—家觀及其演變

附錄三  �從黃宗羲到譚嗣同：民本思想到民主思想的一脈相承

附錄四  羣己權界：個人價值整合成社會價值的關鍵

附錄五  科舉官僚制的技術、制度與政治哲學涵義

308

333

351

355

363



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 001

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

漢唐間的鄉村組織

一、問題的提出

傳統中國由一個寬仁無為的朝廷來統治，社會秩序主要靠倫理道德來維

持，而這些倫理基建於血緣家庭—家族的親情友愛和長幼尊卑 —這本是

古代儒家經典描繪的一種理想秩序。有趣的是，古代儒家知識分子注目現實

時常常並不那麼樂觀，從漢儒以至清紳，乃至被稱為民國時期新儒家典型的

梁漱溟等人面對現實所發的議論通常都以「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民風澆

薄」「有司貪虐」為主調。傳統已失，盛世難再，聖道不行，乘槎浮海 —

自孔子以來的這種憤懣有人讚其為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有人譏之為今不如

昔的倒退哲學。但無論別人如何褒貶，「倫理社會」並非現實則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晚清「東西文化碰撞」以來，作為現實的「倫理社會」卻首先在以

發現（新奇可愛的或怪異可惡的）「東方文化」為職責的西方漢學那裏得到

了證明。這當然不僅由於文化決定論的先見，也的確有大量的經驗支持：當

時已是個人本位市民社會中的西方人來到中國，尤其來到明清以來宗族最為

活躍而西方人又最易到達的東南沿海時，「倫理社會」的經驗感知的確是俯

拾皆是。然而這種近代東南型的「倫理社會」是怎樣形成的，它在「中國傳

統」的更大空間與更久遠時段上是否以及如何存在，人們並沒有想清楚。而

在西方人心目中，「民族國家建構」（state-making或 state-building）又的確是

現代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傳統政治的「非國家性」與近代化過程中「國

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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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權力向傳統社會滲透」因而成了一個重要的話語範式 —儘管從中世紀

領主林立的「非國家狀態」下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西方經驗是否適用於中國，

並沒有得到認真的論證。最後，近幾十年來社會科學的深入發展，尤其是注

重田野調查的社會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的發展把人們的視線更多地引

向作為田野調查對象的微觀社會，「小共同體」「地方性知識」「小傳統」「地

方性崇拜與祭祀圈」這類概念成為討論的中心。這對於厭惡了「宏大敘事」

的空疏學風、注重人文研究的社會科學化的當代學界來講實有重要的正面價

值。但是毋庸諱言，這種專注於「非國家的」微觀社會的視角本身就是以社

區、村落、家族等等的內在凝聚力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而如果要對這種前

提本身進行審視，這種微觀視角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所謂凝聚力的有無

本是個相對的概念，如果沒有更大範圍的視野提供的橫向（不同文化間）與

縱向（不同時代間）的比較，所謂國家權力的作用也好，宗族村落的自治也

罷，都只能是說有即有、說無亦無了。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關於傳統鄉村的認識範式（paradigm）。溫鐵軍先生

把它概括為五個字：「國權不下縣」。其實完整的概括是：國權不下縣，縣下

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早在 20世紀初，馬克斯．

韋伯就提出了關於傳統中國「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事實上，正式的皇權

統轄只施行於都市地區和次都市地區……出了城牆之外，統轄權威的有效性

便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1]有中國學者把這個觀點歸結為：「在中國，三

代之始雖無地方自治之名，然確實有地方自治之實，自隋朝中葉以降，直到

清代，國家實行郡縣制，政權只延於州縣，鄉紳階層成為鄉村社會的主導性

力量。」[2]而「鄉紳自治」又被理解為宗族—倫理自治，如著名家庭史專家

W. 古德所說：「在帝國統治下，行政機構的管理還沒有滲透到鄉村一級，而

宗族特有的勢力卻維護着鄉村的安定和秩序。」[3]

有人更進一步總結說：在傳統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着兩種秩序和力

量：一種是「官制」秩序或國家力量；另一種是鄉土秩序或民間力量。前者

以皇權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級分明的梯形結構（trapezoid-structure）；

後者以家族（宗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每個家族

（宗族）和村落是一個天然的「自治體」，這些「自治體」結成為「蜂窩狀結

構」（honeycomb-structure）[4]。因此，傳統鄉村社會是散漫、和諧的自然社

會。皇權政治「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鬆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

的」[5]。連接兩種秩序和力量的，是鄉紳階層。但是，鄉紳往往會偏重鄉村

一方，因為他們的利益主要在地方上。於是鄉紳—宗族幾乎成了傳統鄉村社

會的代名詞，「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西方政治社會學視角在這裏落實為

「國家—宗族」或「皇權—紳權」的二元模式。正如 G. 羅兹曼所說：「在光

譜的一端是血親基礎關係，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這二者之間我們看不到有

什麼中介組織具有重要的政治輸入功能。」[6]正因為如此，國家不能有效地

整合、動員鄉村社會資源，致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停滯狀態之中。

以這樣一種眼光看歷史，晚清至民國的亂世國家對鄉村基層的缺乏有效

控制便被看作「傳統」的常態，而國家強化這種控制的努力則被視為由「傳

統」向「現代化」邁進的「民族國家建構」進程。然而這個進程與我國歷史

上多次重演的「亂世—治世」進程究竟有何異同？晚清—民國政府對鄉村

基層的控制有限，但在那樣一個亂世，中央對省、縣各種軍閥與地方勢力的

控制不也很有限麼，難道那就可以證明「傳統」的國家權力達不到省、縣一

級？而歷代王朝在恢復大一統治世的過程中強化對地方以至基層的控制，是

否也具有「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建構」意義呢？的確，從「國家—宗族」

二元模式中容易導出兩個推論：或者以強調文化特殊論的「宗族自治」來排

斥「西方的」法治與公民權觀念，或者以強調「國家壓倒宗族」的「現代化」

性質來論證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權都是「進步的」「民族國家建構」。在最近一

次討論會中一位學者甚至認為：商鞅—秦始皇的制度設計是非常「現代化」

的，只可惜當時這種設計過於「超前」了，得不到現代技術手段的支持。

當然，這種排斥「西方」法治卻固守同樣來自「西方」的「民族國家建

構」論的態度在邏輯上的矛盾一望可知，而同樣來自西方漢學的「國家—宗

族」二元模式本屬一種對傳統鄉村社會的學理性分析，它本身並不包括上述

現實取向。但這也說明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轉型時代，對傳統鄉村社會的再

認識與對現實中鄉村改革的認識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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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馬樓吳簡所見的極端「非宗族化」社會

從歷史學角度看，僅以晚清論「傳統」的局限性是明顯的。但明清以前

社會留下的微觀實證資料有限，僅從文獻史料中討論鄉村社會，往往難免差

池。因此從王國維以來，以甲骨、簡牘、文書、檔案等實物史料證史的「史

料革命」成為新史學的重要內容，尤其對於非精英層的社會、經濟史更是如

此。而於 20世紀末發現、1999— 2000年起開始陸續公佈的長沙走馬樓吳簡

尤其引人注目。

走馬樓吳簡之所以重要，一是因其數量大，其總量約 10萬枚，超過全國

此前發現的歷代簡牘之總和（9萬餘枚）[7]。二是其內容最多的是賦稅、戶籍

類簡牘，而這對分析當時鄉村社會狀況十分有用。僅就如今已公佈的「嘉禾

吏民田家莂」和即將公佈的第二批賦稅戶籍簡共 12700餘枚簡牘而論，就涉

及東漢末年至孫吳初長沙郡一帶約二十個鄉、三四十個里、近二百個丘（自

然村）、數千戶上萬居民的區域，已經不是一兩個自然村的田野調查案例可

比，而是至少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面貌。

而對於本文的論題而言，走馬樓吳簡的特殊意義還在於：在時間上，

這批簡牘形成的魏晉時期過去被公認為我國歷史上世家大族最盛的時代，聚

族而居、舉族遷移、宗族賓客、譜牒郡望、百室合戶、千丁共籍、宗主督護

等現象史不絕書。如果這個時期的鄉村社會實況都不那麼「宗族化」，那麼

其他時代文獻上所講的宗族意義究竟如何就更可疑了。同時在地域上，我們

知道晚清至民國的長沙地區宗族活動雖遠不如廣東、福建那麼盛，卻比多數

北方地區更活躍。而就兩湖地區而論，長沙府屬各縣與漢陽府屬各縣又是這

個地區宗族活動相對最發達之處 [8]。如果這個地區歷史上曾經如此「非宗族

化」，那麼清代以來的宗族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視為「傳統」就是個問題了。

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只能對這批簡牘已發表的部分，主要是《嘉

禾吏民田家莂》進行分析。「嘉禾吏民田家莂」為孫吳嘉禾四、五兩年長沙地

區編戶齊民向政府交納的賦稅（米、布、錢等）的年度結算單據存根。它們

出土於走馬樓 22號古井遺址，已發表的共有 2141枚大木牘，基本上每戶一

牘，除去四、五兩年二度重複出現者，共涉及吏民 1532戶。這些吏民隸屬

16個鄉、24個里的 143個「丘」。按目前吳簡研究者多數同意的看法，鄉、

里是當時國家劃定的基層行政建置，而「丘」則是自然聚落。另一方面，這

1532戶戶主屬於 113個姓氏。從聚落的角度看，這些人戶呈現出極端的多姓

雜居狀態，其雜居的程度已經達到顯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懷疑是否有人為

地「不許族居」政策的結果。（如下所述，秦漢時是有這種政策的。）

當然，這 1500多戶遠不是這 143個自然村居民的全部。由於簡牘散亂和

毀失，大部分丘的居民顯然比田家莂中保留的戶數為多。但由簡單的概率推

理可知，就族姓的散居程度而言，如果我們以「聚落中第一大姓佔聚落總戶

數的比率」作為統計指標的話，則戶數越不全，越有可能誇大聚居程度，也

就是使計算出的散居狀況比真實情形更小的幾率，要比出現相反誤差的幾率

大得多，換句話說即這種誤差是單向性的 [9]。因此如果現存樣本顯示出族姓

聚居，則實際上可能並非如此，而現存樣本如果顯示出散居狀態，則實際上

散居的程度可能更甚。

那麼這些樣本是如何分佈的呢？先來看 143個聚落的姓氏分佈狀況：

表 1  143 丘、1532 戶的姓氏分佈

丘
名

戶
數

已
知
姓
戶
數

姓
氏
數

最
大
姓
氏
及
戶
數

最
大
姓
佔
總
戶
數
%

三州丘 10 10 7 鄧潘謝各 2 20

下伍丘 33 31 17 胡 5 15

下和丘 7 7 3 鄧 5 71

下俗丘 11 11 4 五 6 54.5

大田丘 1 1 1

上伍丘 1 0

上利丘 3 3 3

上平丘 2 2 2

丘
名

戶
數

已
知
姓
戶
數

姓
氏
數

最
大
姓
氏
及
戶
數

最
大
姓
佔
總
戶
數
%

上和丘 10 10 3 謝 7 70

上夫夫丘 9 9 6 李 4 44

上汝丘 24 24 16 黃 5 20.8

上俗丘 32 32 18 張 7 21.9

上口丘 1 1 1

己酉丘 11 10 10

小赤丘 25 24 13 五 5 20

夫丘 25 23 9 烝謝各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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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
名

戶
數

已
知
姓
戶
數

姓
氏
數

最
大
姓
氏
及
戶
數

最
大
姓
佔
總
戶
數
%

五唐丘 20 20 12 周 8 40

中唫丘 20 18 9 吳 6 30

公田丘 9 9 9

巴丘 1 1 1

艻丘 3 3 3

平丘 1 1 1

桐山丘 5 5 4

桐佃丘 1 1 1

桐唐丘 8 8 5 李 3 3.8

栗丘 11 10 7 烝 3 27

莫丘 4 3 2

租下丘 9 9 7

倉丘 5 5 3

逢唐丘 8 7 5

郭渚丘 32 32 16 逢 5 15.6

旁丘 1 1 1

唐中丘 2 2 2

浸丘 1 1 1

浸頃丘 4 4 4

專丘 5 5 4

傾丘 10 10 6 烝潘各 3 30

區丘 35 29 16 黃谷各 6 17

常略丘 11 10 3 烝 5 45

略丘 17 17 9 烝 5 29.4

唫丘 10 10 4 吳 6 60

梨下丘 13 13 10 廖 3 23

進渚丘 2 2 2

丘
名

戶
數

已
知
姓
戶
數

姓
氏
數

最
大
姓
氏
及
戶
數

最
大
姓
佔
總
戶
數
%

淦丘 14 14 13

平攴丘 33 31 15 烝 7 21

平畛丘 29 29 17 唐 4 13.8

平漁丘 2 2 2

平陽丘 10 10 5 呂 4 40

平樂丘 43 43 19 谷烝鹽鄧各 4 9.3

石下丘 76 73 26 烝 19 25

石羊丘 1 1 1

伍社丘 11 11 8 李 3 27

合丘 2 2 2

李漁丘 1 1 1

杕丘 2 2 2

杕伻丘 13 12 10 高 3 23

杕倚丘 1 1 1

旱丘 17 17 8 張謝各 4 23.5

旱中丘 3 3 3

里中丘 11 11 8 朱 3 27

吳丘 1 1 1

利丘 53 51 11 烝 16 30

何丘 20 19 15 五謝殷烝各 2 10

伻丘 32 30 17 張 4 17

伻上丘 5 5 5

伻下丘 1 1 1

寇丘 10 10 5 周 5 50

楮丘 1 1 1

楮下丘 9 9 6 胡 3 33

淇丘 1 1 1

丘
名

戶
數

已
知
姓
戶
數

姓
氏
數

最
大
姓
氏
及
戶
數

最
大
姓
佔
總
戶
數
%

湛上丘 7 7 5 鄭 3 42.9

湛龍丘 10 10 8 鄭 3 30

湖田丘 11 11 10

溫丘 20 19 10 黃 4 2

賀丘 1 1 1

楊丘 1 1 1

楊漁丘 26 23 13 區潘各 4 15

夢丘 31 31 12 吳 9 29

新成丘 7 7 5 陳烝各 2

新畛丘 2 2 2

新唐丘 7 7 6

廉丘 14 14 10 文朱黃區各 2 14

廉下丘 1 1 1

資丘 2 2 1

苘丘 13 13 7 鄭 5 38

厭下丘 1 1 1

鹽丘 1 0

鹽沱丘 3 2 1

伯丘 3 3 3

阿田丘 1 1 1

武龍丘 7 7 7

林漁丘 27 27 14 何宗各 4 14.8

英丘 1 1 1

松田丘 26 25 12 魯 7 26.9

杷丘 12 12 6 石 4 33

東丘 3 3 2

東夫夫丘 15 15 8 鄧 4 26.7

丘
名

戶
數

已
知
姓
戶
數

姓
氏
數

最
大
姓
氏
及
戶
數

最
大
姓
佔
總
戶
數
%

東溪丘 4 4 4

東薄丘 4 4 4

和丘 1 1 1

周陵丘 1 1 1

於丘 1 1 1

於上丘 7 7 7

泊丘 2 2 2

波丘 1 1 1

函丘 9 9 7 番 3 33

弦丘 44 43 17 潘 10 22.7

胡萇丘 5 5 4

南疆丘 11 11 10

汝丘 14 14 11 黃楊謝各 2

仆丘 23 22 13 廖 9 39

語丘 5 5 5

盡丘 10 10 5 巨 4 40

緒丘 2 2 2

緒下丘 3 3 3

緒中丘 28 27 14 張鄧各 4 14

橫漁丘 3 3 3

橫溪丘 1 1 1

谷丘 1 1 1

撈丘 10 10 6 陳烝蒴鄧各 2 20

慮丘 6 6 5

暹丘 6 6 5

劉里丘 57 53 9 殷 16 28

潰丘 8 8 5 謝 3 37.5

（續上表）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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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
名

戶
數

已
知
姓
戶
數

姓
氏
數

最
大
姓
氏
及
戶
數

最
大
姓
佔
總
戶
數
%

喬丘 4 4 3

彈丘 1 1 1

彈漁丘 38 38 14 鄧 7 18

朴丘 7 5 4

霖丘 4 4 3

龍丘 13 13 10 烝 3 23

錫丘 2 2 2

漂寸丘 14 14 8 番 5 35.7

昭丘 5 4 4

俠丘 9 9 8

丘
名

戶
數

已
知
姓
戶
數

姓
氏
數

最
大
姓
氏
及
戶
數

最
大
姓
佔
總
戶
數
%

度丘 26 24 19 吳唐烝黃潘各 2

前龍丘 1 1 1

桐丘 10 9 5 番 3

桐下丘 1 0

高鳥丘 12 10 10

讓何丘 3 3 3

斷口丘 2 2 2

香中丘 1 1 1

手中丘 1 1 1

從上表中我們看到：幾乎所有的丘人戶姓氏都很分散。隨便舉例：伻丘，

32戶 17姓，最大姓張，只有 4戶；武龍丘，7戶 7姓；林漁丘，27戶 14姓，

最大姓何、宗各 4姓；弦丘，44戶 17姓，最大姓潘 10戶；彈漁丘，38戶

14姓，最大姓鄧 7戶；汝丘，14戶 11姓，無最大姓，黃楊謝各 2戶，餘皆

每姓一戶；南疆丘，11戶 10姓；龍丘，13戶 10姓；栗丘，11戶，一戶佚

其姓，餘 10戶 7姓；俠丘，9戶 8姓；桐山丘、胡萇丘，都是 5戶 4姓；暹

丘、慮丘，都是 6戶 5姓；朴丘，7戶，2戶佚其姓，餘 5戶 4姓；高鳥丘，

12戶，2戶佚其姓，其餘 10戶，10姓；於上丘，7戶 7姓；其餘如東溪丘、

東薄丘都是 4 戶，讓何丘 3 戶，錫丘、泊丘都是 2 戶，這些丘都是每姓一

戶，昭丘 5戶，1戶佚其姓，其餘 4戶也是 4個姓。總體而言，以下特點十

分明顯：

第一，所有各丘中戶數與姓氏之比平均不到 2，亦即如果一村有 40戶則

姓氏將在 20個以上。在 143丘中已知姓氏戶數與姓氏之比超過 2的只有 15

（續上表） 個丘。

第二，大多數丘無法明顯地分辨出第一大姓：它們或者是每姓一戶（如

己酉丘、高鳥丘等），或者戶數比姓氏數只多一兩戶（如淦丘 14戶有 13姓，

湖田丘 11戶有 10姓等），或者有若干姓氏的戶數完全相等（如度丘 26戶，

2戶佚其姓，餘 24戶分 19姓，吳、唐、烝、黃、潘五姓各有 2戶，餘皆每

姓一戶。何丘 20戶，1戶佚其姓，餘 19戶分屬 15姓，五、謝、殷、烝四姓

各有 2戶，餘亦每姓一戶。類似的還有三州丘、平樂丘、廉丘、汝丘、撈丘

等）。相反地，能分辨出明顯的第一大姓的僅有 46丘，即三分之一多一點。

第三，現存戶數在 30戶以上的 13個大丘中，第一大姓佔全丘戶數比例

平均不過 20.7%，即五分之一強，其中最高的是利丘，為 30%，連它在內只

有 3丘超過 25%。另一方面，第一大姓佔全村戶數不到 20%的則佔這類大丘

的將近半數（6個）。

第四，現存已知姓氏戶數很少的那些丘中，絕大多數都是每姓一戶，而

很少多戶同姓的。例如殘存 2戶的丘共 12個，只有一個丘 2戶同姓，餘皆 2

戶異姓；3戶丘共 9個，其中 7個是 3戶 3姓，而沒有一丘是 3戶共姓的。

4— 7戶的丘有 22個，其中 18個都是每姓一戶，或戶數僅比姓氏多一。

另一方面，與多姓雜居於一丘相應的是一姓散居於許多丘，村無主姓，

姓亦無主村。在田家莂涉及的 113個姓中，有多達 70個姓完全分散，即或者

每村只有 1戶（已知居所戶數與分佈村數相同或只比後者多一兩戶），或者

完全平均分佈於若干村而且每村戶數都極少。還有 43姓相對分散，即可以分

辨出該姓戶數較多的村（見表 2）。其中除了忩姓 3戶聚居 1村、幾個極小

姓（杜、逢、米隹、林、魯、宗、勇）半數以上戶數居於一村外，戶數稍多

的姓居住都很分散。10戶以上的姓中，只有殷氏一姓居住相對集中，在殷姓

27戶中 5戶佚其居所，其餘 22戶分居 6丘，其中 16戶居住在劉里丘，為該

丘第一大姓，雖然只佔該丘已知戶的四分之一強，但已使殷氏成為這些姓中

唯一相對聚居的。其餘所有各姓的居住則非常分散：已知戶數最多的烝氏共

143戶，其中 10戶佚其居所，其餘 133戶分居 53丘，最多的石下丘也不過

19戶。黃姓 117戶，13戶佚其居所，其餘 104戶分居 48丘，最多的利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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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13戶。這幾姓算是聚居程度高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姓最大聚居地戶數

都不足田家莂中出現的該姓總戶數的十分之一。如陳姓 62戶，其中 13戶佚

其居所，其餘 49戶分居 38丘，最多的平樂丘僅 3戶；李姓 79戶，10戶佚

其居所，其餘 69戶分居 39丘，最多的劉里丘僅 5戶。鄧姓 83戶，其中 6戶

佚其居所，其餘 77戶分居 49丘，最多的彈漁丘僅 7戶。唐姓 59戶，4戶佚

其居所，其餘 55戶分居 30丘，最多的平畛、彈漁、石下 3丘僅各有 4戶。

表 2  113 姓之居所分佈

姓
氏

戶
數

已
知
居
所
戶
數

分
佈
丘
數

最
多
之
丘
及
戶
數

光 4 4 4

郭 8 8 7

昊 1 0

何 23 22 14 林漁丘 4

侯 1 1 1

胡 30 28 20 下伍丘 5

桓 1 0

轘 1 1 1

黃 117 104 48 利丘 13

紀 1 1 1

靳 1 1 1

米隹 4 4 2 小赤丘 3

巨 8 8 2
略丘、

盡丘各 4

雷 11 10 9

李 79 69 39 劉里丘 5

禮 1 1 1

利 2 2 2

廖 30 29 15 仆丘 9

林 6 6 3 上俗丘 4

劉 40 36 20 劉里丘 12

龍 2 2 2

婁 10 10 6
劉里丘、

頃丘各 3

盧 13 11 8
區丘、夫丘、

倉丘各 2

誦 2 2 1

孫 6 6 6

潭 2 2 2

姓
氏

戶
數

已
知
居
所
戶
數

分
佈
丘
數

最
多
之
丘
及
戶
數

唐 59 55 30
彈漁等

三丘各 4

田 5 4 4

涂 4 4 4

王 7 7 6

衛 6 4 4

文 34 32 25 上汝丘 3

吳 54 46 24 夢丘 9

五 28 28 13 下俗丘 6

伍 1 1 1

武 2 1 1

先 1 1 1

向 2 1 1

謝 108 90 41 石下丘 11

徐 2 2 2

許 4 4 4

焉 4 4 2

嚴 1 1 1

于 1 1 1

原 1 1 1

楊 6 6 5

殷 27 22 6 劉里丘 16

尹 3 2 2

應 3 3 2

勇 6 6 3 下伍丘 3

由 7 6 4 郭渚丘 3

張 62 58 34 上俗丘 7

廬 5 4 4

魯 11 10 4 松田丘 7

姓
氏

戶
數

已
知
居
所
戶
數

分
佈
丘
數

最
多
之
丘
及
戶
數

敖 2 2 2

畢 1 1 1

蔡 34 31 17 弦丘 5

曹 2？ 1 1

昌 1 1 1

陳 62 49 38 平樂丘 3

呈 1 1 1

程 1 1 1

忩 3 3 1 平樂丘 3

草忩 3 3 2

戴 1 1 1

鄧 83 77 49 彈漁丘 7

丁 2 2 2

董 1 0

杜 6 5 3 小赤丘 3

頓 1 1 1

樊 2 2 2

范 1 1 1

聶 10 9 7 伻丘 3

區 51 46 28 夢丘 7

番 37 29 17 漂寸丘 5

姓
氏

戶
數

已
知
居
所
戶
數

分
佈
丘
數

最
多
之
丘
及
戶
數

潘 78 65 38 弦丘 10

棋 1 1 1

啟 1 1 1

錢 1 1 1

秦 1 1 1

仇 2 2 2

屈 1 1 1

壬 5 5 5

任 1 1 1

石 13 13 10 杷丘 4

史 1 1 1

舒 1 1 1

蒴 4 4 3

松 2 2 2

宋 2 1 1

逢 14 11 6 郭渚丘 5

馮 3 3 2

高 11 7 4 伻丘 3

龔 1 1 1

宮 1 1 1

谷 14 12 5 區丘 6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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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氏

戶
數

已
知
居
所
戶
數

分
佈
丘
數

最
多
之
丘
及
戶
數

呂 13 10 6 平陽丘 4

羅 1 1 1

馬 6 5 4

毛 7 4 4

梅 18 17 10 彈漁丘 6

米 4 2 2

苗 7 6 5

彭 5 5 5

趙 3 3 3

姓
氏

戶
數

已
知
居
所
戶
數

分
佈
丘
數

最
多
之
丘
及
戶
數

這 3 3 3

烝 143 133 53 石下丘 19

鄭 41 34 18 劉里丘 6

周 53 43 26 五唐丘 8

朱 39 37 28 里中丘 3

宗 7 6 3 林漁丘 4

左 1 1 1

鹽 7 6 2 平樂丘 5

個宗祠，而且其中 11個還是晚清以來所新設。所有族產共計僅區區 147畝，

佔 62村耕地總數近 24萬畝的萬分之六，幾近於無 [11]。相比之下可以想見，

在吳簡所反映的條件下，哪怕最簡單的宗族組織都是難以存在的。

我們還可以拿完全沒有宗法因素的現代羣體做個比較。筆者從某大學隨

機抽取大小不等的幾個系教職工名冊：系 A有 110人，53姓，最大姓王，

11人，佔 10%；系 B有 19人，14姓，最大的李、王二姓各 3人；系 C有 38

人，28姓，最大的劉、孫、王三姓各 3人；院機關 17人，12姓，最大姓張

5人。該校為全國最著名學府，人員來自五湖四海，姓氏分佈可以說完全是

隨機的。這一分佈與上述定縣的情況差異很大，但與吳簡中的情況相比，在

羣體規模相仿的條件下最大姓比重、戶（人）/ 姓比等指標都很類似。這是

很有意思的。

三、「吏民」社會中的鄉吏

而另一方面，吳簡反映的「國家政權」在縣以下的活動與控制卻十分突

出。當時當地不僅有發達的鄉、里、丘組織，而且常設職、科層式對上負責

制與因此形成的種種公文程式都在簡牘中有所反映。如走馬樓吳簡 1— 38殘

簡有某鄉里「□農吏啟田事」。已發表的走馬樓簡中還有如下幾條關於鄉吏

的資料：

東鄉勸農掾殷連被書條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紀為簿。輒科核鄉界，州

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戶民自代，謹列年紀以（已）審實，

無有遺脫。若有他官所覺，連自坐。嘉（禾）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破莂

保據。[12]

廣成鄉勸農掾區光言：被書條列州吏父兄子弟夥處人名年紀為簿。

輒隱核鄉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聾頤病，一人

夜病物故，四人真身已逸及隨本主在官，十二人細小，一人限田，一人

這樣的姓氏雜居狀況是十分驚人的。我們知道民國年間與一姓聚居或大

姓居優的聚落模式較為盛行的東南沿海相比，華北、關中許多地方是以多姓

雜居、宗族不興為特色的。以 20世紀 20— 30年代之交李景漢先生調查的河

北定縣為例，該縣當時調查區內 62村中最大姓佔全村總戶數 50% 以下的與

佔 50%以上的基本上是一半對一半（32：30），最大姓佔 70%以上的村有 12

個，即將近五分之一，還有一個最大姓佔 100%（即獨姓村）。而最大姓佔總

戶數比例最小的兩個村此比例也在 10%— 19%之間。同時 62村中，姓氏最

多的一村有 26姓，最少的一村是獨姓村（相比之下，吳簡中除殘存一戶者外

實際上沒有獨姓村，而姓氏最多的村亦有 26姓，但該村只有 73戶，而定縣

的那個村戶數多達 362戶），3— 11姓的村落 49個，即佔村落總數的五分之

四。而 62村平均每村規模為 169戶，加權平均有姓 8.5個。平均戶 / 姓比例

達到近 20[10]。相比之下，上述吳簡顯示的每丘現存規模平均為 10.36戶，平

均有姓 5.73個，平均戶 / 姓比僅 1.8。顯然，民國時期定縣農村的姓氏散居

程度遠遠沒有走馬樓吳簡反映的漢晉間長沙一帶那麼突出。即使如此，當時

定縣鄉村的宗族活動已是十分微弱：62村 110姓至少 162個宗族中，僅有 19

（續上表）


